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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

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温室效应问题

引起了广泛关注。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确保达到

203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中央政府一直在探

索有效的环境治理方案。企业作为城市低碳建设中

的重要参与者，所选择的绿色创新行为是环境治理

中减缓污染物排放的主导因素(申萌等，2012)[1]，但由

于企业绿色创新的研发成本较高，可能无法实现

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双赢(Endrikat等，2014)[2]，因
此，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环境管制 (Cantner 等，

2016)[3]。环境试点政策就是中国政府为诱导企业环

境创新，落实节能减排，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政策手段之一。在具体实践中，政府需要对试点政

策进行效果评估，从而决定后期环境政策的具体走

向。因此，探究环境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

响对政策的优化和企业未来发展尤为重要。

有关环境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估，现有文献更多

是从试点城市的视角进行探讨，认为市场型试点政策

在促进企业环境创新和提高减排效应上要优于命令

型试点政策(曹翔和傅京燕，2017[4]；刘海英等，2017[5]；

齐绍洲等，2018[6])，然而，该类文献忽视了试点政策

对“同伴”(兄弟城市)可能产生的溢出影响。一个典

型的情形是 2012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Low-carbon
City Pilot，LCCP)，该政策作为典型的命令型政策，通

过借助政府的行政手段对环境进行直接管控，具有

强制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实施该政策时，

基于示范性和代表性等因素倾向于选择绿色创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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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面相对较高的城市进行试点，且试点城市涉及

范围广(共涉及 24个省市中的 26个城市)，正因为如

此，这些试点城市会带有“先进者”的光环，从而使其

“同伴”(非试点城市)面临着更大的“绿色”压力，同伴

压力进一步传导到辖区内的企业中，促使企业采取

更多绿色行为，进而形成政策的溢出效应①。这意味

着，在进行环境试点政策的评估时，制度压力引发的

溢出效应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

本文以 2012年 LCCP为实证对象，采用沪深证

券交易所 2004-2016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

于DID的实证结果表明：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同

伴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这种溢出效应甚至显

著大于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影响(即溢出效应大于试

点效应②)。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一是拓展了环境试点政策有效性的相关研究，强

调政策的溢出效应在一定情形下也会显现，并且该

溢出效应应当纳入政策有效性的评估中，而不仅仅

以试点地区(政策实施对象)的有效性来评价政策整

体效果(Montgomery，1972[7]；Stern，2007[8]；Murray等，

2009[9]；王班班和齐绍洲，2016[10])。二是不同于认为

市场型政策比命令型政策更有效的已有研究(曹翔

和傅京燕，2017[4]；刘海英等，2017[5]；齐绍洲等，2018[6])，
本文认为，从整体有效性来看，2012年的LCCP并不

比市场型政策低效。设计出“同伴相比”的制度压

力，同样也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政策效果。三是对政

府间环境规制竞争效应相关研究做出了贡献。本文

发现，命令型LCCP所带来的制度压力，是导致“同伴”

采取“竞争向上”策略(Ambec等，2013[11]；张文彬等，

2010[12]；金刚和沈坤荣，2018[13])的重要原因，其会促使

企业提升环境创新水平以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评述

1.市场型政策和命令型政策研究

当前研究(刘海英等，2017)[5]认为，诱发企业进行

环境创新的主流政策包括市场型政策和命令型政

策。市场型政策是指政府用经济手段引导的各类政

策，其中较为典型的为排污交易政策。大量研究表

明，能源价格可以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以

降低企业对高额生产要素使用的生产成本(Newell等，

1999[14]；Popp，2002[15]；Noailly和Smeets，2015[16])。命令

型政策是指用行政权直接管控的政策，较为典型的

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现有文献中，命令型政策很

少被单独研究，其多和市场型政策一起作为对比分

析，以突出市场型政策的重要性(刘海英等，2017)[5]。
王班班和齐绍洲(2016)[10]采用能源价格和行业

政策执行措施分别对市场型和命令型政策进行对比

研究发现，市场型政策对工业生产方式绿色升级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命令型政策只能对国有化程度较

高的行业产生短期绿色创新影响；刘海英等(2017)[5]通
过模拟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排效果优

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排”政策；齐绍洲等

(2018)[6]通过对比 2003年省级排污费征收政策(命令

型政策)与2007年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市场型政策)
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市场型政策比命令型

政策更能够有效提升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

国外关于环境政策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在各个

减排方式中，排放权交易(市场型政策)的成本最低且

激励作用更强(Stern，2007[8]；Murray等，2009[9])。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认为，市场型政策的实施效

果优于命令型政策，但是，上述研究结论都是基于对

政策实施对象(行业、省份、全国层面)的探讨，没有考

虑到政策可能存在的地区间溢出效应，以及这种溢

出对辖区内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影响。本文认为，

在探讨命令型试点政策的有效性时，应该考量政策

对“同伴”(兄弟城市)企业的溢出影响，因为该类型试

点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因为“先进者”标签和政府直接

管控手段给“同伴”政府带来巨大的制度压力，而这

种压力会传递给辖区内的微观企业，从而影响非试

点地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对企业环境创新

行为的影响。

2.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环境试点政策主要存在两方面

的溢出效应。一方面，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非试点

地区会向制度规范更低的“同伴”政府看齐(Woods，
2006)[17]，形成竞相向下的策略(朱平芳等，2011)[18]，从
而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行为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张华

(2016)[19]采用200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

现，地方政府间存在环境规制相互模仿的现象，尤其

是相邻政府之间(“同伴”)，如果竞争地区降低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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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强度，那么，本地区也会相应降低环境规制强度，

以吸引流动性资源的进入。刘华军和彭莹(2019)[20]
同样研究发现，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各地方政

府在参与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中，存在显著的“竞

争向下”特征。此外，Rasli等(2018)[21]利用跨国面板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也得到了支持该竞争模式的

证据。另一方面，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

以促进环境创新(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22]；Popp
等，2010[23])，为吸引优质的外部资源，“同伴”政府会

向环境规制做得更好的地区学习，并伺机提高环保标

准，形成竞相向上的策略(Vogel，2009[24]；Fredriksson
和Millimet，2002[25])，从而对该地区的环境行为形成

正向溢出效应。金刚和沈坤荣(2018)[13]采用两区制

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形

式进行分析发现，提高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有利

于提高城市生产率，从而实现“波特效应”，并且能够

有效防止本地区成为“同伴”污染企业的避难所。另

外，在中国政绩考核背景下，GDP增长为官员晋升和

地区竞争提供了重要依据(Li和Zhou，2005)[26]。张振

波(2020)[27]基于2000-2016年间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

分析发现，在环境绩效考核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地方

政府间环境治理的竞争态势正在由“竞争向下”模式

向“竞争向上”转变。

综合分析现有文献，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环境

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依据和思路指导。但是现有文献对于低碳

城市试点政策这一重要的命令型试点政策在试点城

市与非试点城市之间会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对

非试点城市辖区内微观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的研

究相对较少。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发挥波特

效应，形成“竞争向上”模式，促进企业环境创新，是

我国下一步推动低碳减排政策的关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可以通过遵守外部制度和

利益相关者的预期来获得合法性，制度是建立在限

制或控制/支持社会行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之

上的结构，包括文化认知、规范、法律/法规和政策等

内容(斯科特著，2010)[28]。相关制度一旦形成，政府组

织之间就会慢慢形成相同的行为模式(Björck，2004)[29]，

这种相同的行为模式会给其他政府组织带来规范压

力或模仿压力，并最终形成制度性同构(DiMaggio和
Powell，1983)[30]。

本文将分别从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两个角度

对地方政府诱导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动力机制进行

具体分析。一方面，对于试点城市来说，“先进者”的

标签使自身具有领先地位的优势，并导致其缺乏诱

导辖区内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动力。首先，“先进

者”的标签信号减缓了试点城市资源竞争压力，因为

该标签使试点城市天然具备了合法性优势，而这种

优势可以吸引大量优质资源进入试点城市(郑小勇

和魏江，2015[31]；Deeds等，2004[32]；Deephouse，1996[33])，
并同时会受到中央政府更多的资源支持 (周望，

2013)[34]。其次，“先进者”的标签信号降低了环境绩

效考核压力，获批试点城市向公众传递了“城市具有

环境治理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标签信号，这种标签信

号给试点城市带来了较强的环境合法性优势，从而

降低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其环境治理进行直接干预的

压力(沈洪涛和冯杰，2012)[35]。最后，在考核体系尚

未完善的情况下，“先进者”的标签信号将在考核中

发挥更大作用。LCCP的评价体系尚未健全，在城市

层面缺少统一、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 (梅赐琪等，

2016)[36]，并且该政策暂未建立清退机制，这使得试点

城市不会因为实施结果的好坏而受到较大影响。因

此，从“先进者”的标签优势来看，该政策的实施并不

会显著激发试点城市对企业环境创新的重视。

另一方面，对于“同伴”(非试点城市)来说，试点

城市的“先进者”标签会给其带来巨大的制度压力，

这种压力迫使非试点城市进行更多绿色创新(Li等，

2017)[37]。具体来说，“先进者”标签所带来的制度压

力会对非试点城市产生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增

加资源竞争压力，未获批试点城市一定程度上表明

该城市环境治理存在不足，这将降低其在环保方面

的合法性，从而在资源获取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导致

政府组织面临着较高的资源竞争压力。而这种压力

会迫使非试点城市为了遵循环保型社会规范，防止

在争夺优质资源中处于劣势，而选择向先进者(试点

城市)学习，采取更积极的“竞争向上”策略，提高地

方企业环境创新水平，形成对自身的保护。二是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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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城市的环境规范压力会增加“同伴”的环境绩效考

核压力。对于非试点城市来说，环境合法性较低会

使非试点城市受到更多的环境监管，承担更高的污

染治理成本(Alrazi等，2015)[38]，因此，非试点地区更

有动力通过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来降低环境政绩考核

压力。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企业环境

行为的影响，本文将政府间的权责与约束关系拓展

到政府与企业层面，主要从环境任务分配和具体执

行两个角度出发，构建了地方政府—企业环境压力

传递和执行的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包含了两类重

要的关系链：一是环境任务分配的关系，企业作为环

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地方政府会将环境治理压力传

递到辖区内的企业中。相关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

境治理压力越大，对地方企业的干预性就越强(余泳

泽等，2019)[39]，因此，在“同伴”的环境压力下，非试点

城市会通过诱导企业提升绿色创新来改善环境质

量，以增加地方环境合法性。二是环境执行的问责

关系，企业作为政府治理环境中的重要承担者，地方

政府保有对企业污染排放情况的问责权利，而对于

企业来说，实现政府分配的环境任务本身也更有利

于企业获取更多政府资源(如，政府专项补贴)，企业

有动机与政府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Li等，2019)[40]。
总的来说，试点城市的“先进者”标签给“同伴”(非试

点城市)带来的制度压力，会促使非试点城市政府组

织将环境压力传递到企业中，通过诱导辖区内企业

的绿色创新行为，提升地区竞争优势。

当然，试点政策是否给试点城市带来了“先进

者”标签优势，需要满足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这些

入选城市本身确实是因为在环保方面做得比较好而

入选，即是因为“好”而入选，而不是因为“差”而入

选。如果是基于后者，那么，试点城市就不可能传递

出“先进者”的标签信号。由于当前中国在环保方面

实施的试点政策基本上选择的是具有环保能力且相

对比较先进的城市，因此，本文预测，试点政策所带

来的“先进者”标签在激发非试点城市诱导企业提高

绿色创新的同时，降低了试点城市本身绿色创新的

动力。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以后，政策对非试点

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溢出效应)将大于政策对

试点城市企业本身的影响(试点效应)。
四、模型数据与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 2004-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

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起点为 2004年是因为 2003年

我国环境保护问题刚进入深化发展阶段(周宏春和

季曦，2009)[41]；另外，2017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新一

批低碳试点城市，为防止新一轮政策冲击给本文研

究结论造成的偏差，本文将截止时间定为 2016年。

本文的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和Wind数据库。

污染行业测度数据依据原环境部《关于进一步

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

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07]105号)以及

2008年公布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

录》(环办函[2008]373号)所界定的污染行业(方颖和

郭俊杰，2018[42]；潘爱玲等，2019[43])来确定。

本文核心变量为企业绿色创新，参考齐绍洲等

(2018)[6]，根据 201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推出

的“国际绿色专利分类清单”(IPC Green Inventory)，该
清单由 IPC专家委员会开发，并且每年会根据专利分

类号的变动进行更新。在将其与CNRDS中获得的

专利数据进行匹配前，为了防止以往年份中绿色专

利分类号发生更改后对匹配结果的影响，本文以

2019年统计的清单为基础(即以最新调整后的专利

号为基础)③，结合国家知识产权局每年公布的国际

专利分类表④，将以往年份发生过新增、转入与转出

的专利分类号调整为 2019年最新的专利号，以解决

企业往年申请的专利分类号与当前清单不匹配的问

题。然后，通过匹配以获得绿色创新数据。

本文删除了主要研究变量缺失样本和ST公司，

并以“试点省”为研究样本⑤，最终筛选出12014个观

测值，其中，获批和未获批试点城市的样本分别为

3583和8431个。

2.变量选取与处理

(1)被解释变量 flnva。为了有效反映企业绿色创

新水平，本文选取样本中绿色发明专利(排除了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的滞后一期作为分析对象。另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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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用申请数而不是授权数来衡量技术创新，是因

为专利技术很可能在申请阶段就对企业行为产生影

响，申请数据比授权数据更具有稳定性、可靠性和及

时性(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44]。本文在稳健性检验

时，把上市公司发明专利获得数 flnvg、滞后两期的发

明专利申请数作为替代性指标进行敏感性分析。

(2)解释变量。本文以 2012年第二批国家LCCP
为研究对象，探究命令型政策对非试点城市企业绿

色创新的溢出影响。与 2010年主要以省份为主的

LCCP不同，2012年主要以城市为主，并且，2012年政

策的申报工作较2010年更公开，要求更明确，在筛选

过程中也更倾向于选择环境治理条件较好的城市，

这些都增强了 2012年政策对非试点城市的制度压

力，使政策的溢出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在稳健性分

析中，本文控制了2010年第一批试点政策的影响。

本文将 2012年LCCP公布的试点城市作为实验

组，取值为0，以非试点城市作为控制组，取值为1，以
Treat表示。由于该政策颁布的时间在2012年12月，

因此，本文将样本中 2012年以后的年份设定为 1，
2012年及以前的年份设定为0，以Post表示。

(3)控制变量。参考 Tong等(2014)[45]和齐绍洲等

(2018)[6]，本文在考察命令型政策的溢出效应是，选取

了企业层面经济特征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企

业规模 Size、企业资产结构Capital和PPE、资产负债

率 Lev、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成熟度Age。同时，加

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和城

市虚拟变量City控制年份、行业和地区(城市)的固定

效应，以进一步巩固政策评估的因果关系提炼。

本文涉及的主要研究变量名称与定义如表1所示。

3.模型设定

本文所要检验的核心问题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的溢出效应，为此，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构建回归方

程(1)。该方法能够捕捉到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特定行

为在政策实施前后的相对差异，这种相对差异就反

映了政策的实际效果。

fInvaijr，t+1=β0+β1Treatr×Postt+β2Treatr+β3Postt+
β4Controlijrt+γt+μr+ηj+εijrt (1)

其中，i、j、、r、t分别表示上市公司、行业、地区以

及时间 fInva表示位于地区 r的企业 i在 t+1年的绿色

发明专利申请指标。Treat表示企业所在城市是否为

试点城市；Post表示是否实施了LCCP。β1表示LCCP
对同伴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Control表示控制

变量。γt、μr和ηj分别表示年份、地区和行业固定效

应，εijrt为随机误差项。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1 变量名称与定义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绿色发明专利获得

低碳试点地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

企业规模

企业资产结构

资产负债率

资产收益率

企业成熟度

时间效应

行业效应

城市效应

变量符号

fInva
fInvg
Treat
Post
Size

Capital
PPE
Lev
Roa
Age
Year

Industry
City

变量定义

t+1期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

t+1期的绿色专利获得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

若企业所在城市为非低碳试点城市，则取1，否则取0
若样本年份在2012年以后，则取1，否则取0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年度资本性支出/总资产

固定资产/总资产

企业总债务/总资产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企业成立年限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

地区(城市)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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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点省份”样本中，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特征如表2所示。相比于专利申请数，专利获得数的

均值将近减少一半，最大值为1.61，这说明绿色专利

获得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绿色专利申请。从企业成熟

度来看，样本中，企业成立年限的均值为17.76，最小

值为1年，最大值为64年。

五、实证分析结果

1.LCCP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

根据基本回归方程，本文在表 3中第(1)列加入

Treat、Post虚拟变量以及表 1中所有控制变量，第(2)
列～第(4)列中，放入交互项和主要控制变量，并分别

加入时间行业、时间城市和时间城市行业固定效

应。从表 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reat×Post交互系

数为正，分别在 5%、10%、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LCCP实施以后，非试点地区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优于试点地区，支持假设H，即试点政策能够激发同

伴地区政府采取积极竞争策略，提高辖区内企业绿

色创新水平。

2.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对假设H进行稳健性

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采用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无偏

的前提是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否则会导致结果被高估或低估。本文借鉴了钱雪松

等(2018)[46]的方法检验平行趋势，引入Treat分组变量

与试点政策实施之前(2012年前)各年份虚拟的交叉

项以及 Treat与试点政策实施之后各年份的交叉项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

与对照组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的差异没有显著变

化，而试点政策实施以后的两年里，交互项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故双重差分的平行趋势假设得到

验证。

表3 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控制变量”包含表1的所有控制变量，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变量

Treat×Post
Treat
Post

时间效应

行业效应

城市效应

控制变量

样本数

调整R2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2)

0.124(0.48)
0.137***(5.91)

Yes
Yes
Yes
Yes

12014
0.17

(2)
0.042**(1.96)
0.016(1.24)
0.051*(1.90)

Yes
Yes
No
Yes

12014
0.12

(3)
0.042*(1.90)
-0.186(-0.76)
0.130***(4.72)

Yes
No
Yes
Yes

12014
0.11

(4)
0.049**(2.29)
-0.257(-0.98)
0.049*(1.79)

Yes
Yes
Yes
Yes

12014
0.17

表2 描述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

资产收益率

企业资产结构

企业成熟度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绿色发明专利获得

变量符号

Size
Lev
Roa
PPE

Capital
Age
fInva
fInvg

观测值

12014
12014
12014
12014
12014
12014
12014
11908

平均值

21.67
0.41
7.17
0.24
0.06
17.76
0.25
0.11

标准差

1.099
0.188
5.381
0.144
0.047
5.283
0.526
0.312

最小值

19.05
0.07
-6.70
0.01
0.00
1.00
0.00
0.00

最大值

25.60
0.85
31.49
0.64
0.22
64.00
2.4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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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绿色创新的替代性测量。为检验相关结

论对被解释变量的敏感性，本文采用以下两种绿色

专利的替代性测量：企业获得的绿色专利数量，用

fInvg(滞后一期)表示；在基准回归基础中将绿色专利

申请再滞后一期和两期，分别用 fInva(t+1)和 fInva(t+2)

表示。替代性测量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从表 4可
以看出 fInvg作为因变量时，Treat×Post交互项系数为

0.029且在 5%水平上显著；fInva(t + 1)作为因变量时，

Treat×Post交互项系数为 0.046且在 10%水平上显

著；fInva(t+2)作为因变量时，Treat×Post交互项系数为

0.036，不显著。该结果表明，使用专利获得和滞后两

年的专利申请来替代测量绿色创新，LCCP的溢出效

应仍然非常显著，但是不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即在

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溢出效应变得不显著。

(3)政策节点选取的问题。LCCP实际上具有两

个政策节点，第一个节点发生在2010年，第二个节点

发生在2012年。2010年试点时，因筛选机制相对薄

弱、主要以省份作为试点对象、规范性较低，试点地

区所传递的“先进者”信号较弱，并且不易对省际间

的地方政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预测第一批试点不

足以对相邻省份城市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为验证上述预测，本文设置虚拟变量 Treat10，
2010年LCCP的非试点地区取值为1，试点地区(五省

八市)取值为 0；Post10，2010年以后的年份定义为 1，
2010年及以前定义为 0。然后，分别检验 2010年政

策以及加入2012年政策之后，结果变量的变化。表5
中PanelA的回归结果表明，列(1)Treat10×Post10的交

互项系数不显著；在加入了第二批试点政策之后，列

(2)Treat10×Post10的交互项系数仍然不显著，Treat×
Post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2010年LCCP
对“同伴”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且在控制该政策

之后，2012年政策的溢出效应仍然存在，证实了本文

注：虚拟变量均已控制，其余指标说明同表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5 政策节点选取与政策干扰的问题

变量

Treat×Post
Treat10×Post10
Treat07×Post07

时间/行业/城市效应

控制变量

样本数

调整R2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Panel A：政策节点选取

(1)

0.014(0.67)

Yes
Yes

12014
0.17

(2)
0.048**(2.20)
0.009(0.44)

Yes
Yes

12014
0.17

Panel B：排除政策干扰

(3)

-0.029(-1.53)
Yes
Yes

12014
0.17

(4)
0.048**(2.24)

-0.025(-1.29)
Yes
Yes

12014
0.17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4 绿色创新的替代性测量

变量

Treat×Post
Treat
Post

时间/行业/城市效应

控制变量

样本数

调整R2

绿色发明专利获得

fInvg
(1)

0.029**(2.09)
0.035(0.17)

0.040**(2.32)
Yes
Yes

12014
0.17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fInva(t+1)

(2)
0.046*(1.81)
-0.111(-0.35)
0.037(1.24)

Yes
Yes

12050
0.11

fInva(t+2)

(3)
0.036(1.05)
0.095(0.23)
0.033(0.93)

Yes
Yes

1034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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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测，即第二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中试点城市对

同省份内非试点城市的影响比第一批试点省份省际

间的影响更为显著，选用 2012年作为 LCCP的节点

进行准“自然实验”是合理的。

(4)排除相关政策干扰的问题。2007年，国家财

政部等先后批复了11个省市作为“排污权交易试点

政策”(市场型政策)的试点地区。为排除该政策中试点

省份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影响，设置虚拟变量Treat07，
该政策的非试点地区取值为1，试点地区取值为0；虚
拟变量Post07，2007年以后年份定义为 1，2007年及

以前的份定义为0。实证结果如表5的PanelB所示，

市场型政策对非试点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控制

该政策后，LCCP的影响仍然显著。以上结论表明，

市场型政策不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在评价市场型

政策时，不考虑溢出效应，而只评估其对试点地区的

影响是合理的(齐绍洲等，2018[6]；任胜钢等，2019[47])，
而对于命令型政策而言，溢出效应不容忽视。

六、进一步分析

1.同伴数量还是同伴质量：制度压力对非试点

地区的作用机制探讨

LCCP促进省份内非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

活动，理论上存在两种机制来解释溢出效应：一是试

点城市数量带来的制度压力。当中央政府筛选出来

的试点城市数量不断增多时，政策本身的规范性逐

渐形成(蔡宁等，2017)[48]，而未获批“试点城市”在一

定程度上会向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消费者、环保

组织等)传递出该城市环境治理水平较低的信号，从

而降低城市在相关利益者眼中的合法性。因此，试

点城市数量越多，给非试点城市带来的制度压力会

越大。二是试点城市的环境质量带来的制度压力⑥。

当政府组织中出现了更为“优秀/成功”的组织时，相

关利益者会通过相互比较而迫使其他组织采用类似

的政策，从而给这些组织带来较强的制度压力。

DiMaggio和Powell(1983)[30]认为，“组织倾向于模仿那

些在其所处领域看上去更为成功或优秀的类似组

织”，以便得到社会认可、获得合法性(Chelli等，2014)[49]，
从而降低制度压力。

本文对这两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对于第一种

机制，本文采用两种测量方式衡量省份内试点城市

数量。一是直接计算省份内试点城市数量，以Cities
表示，二是将省内试点城市数量除以省份内城市数

量总和，以 Crate表示。本文在回归方程(1)的基础

上，加入试点城市数量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6中
列(1)和列(2)所示，两种方法的三项交互系数均在

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省份内试点城市数量越

多，越能激发省份内非试点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活

动。试点城市数量给非试点地区带来的制度压力确

实激发了非试点城市对辖区内企业绿色创新活动

的诱导作用。对于第二种机制，本文采用省份内所

有试点城市中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均值来衡量试

点城市环境质量⑦。本文以 Invamean表示，同理，在

模型中加入试点城市质量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6
中第 (3)列所示，Treat×Post× Invamean 的系数不显

著。该结论说明，试点城市本身的环境质量执行情

况所带来的制度压力并没有对非试点城市产生显著

溢出效应。

注：二项交互均已控制，因篇幅有限不做报告。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6 作用机制探讨

变量

Treat×Post×Cities
Treat×Post×Crate

Treat×Post×Invamean
时间/行业/城市效应

控制变量

样本数

调整的R2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1)
0.047*(1.72)

Yes
Yes

12014
0.17

(2)

0.305*(1.70)

Yes
Yes

12014
0.17

(3)

0.014(0.45)
Yes
Yes

12014
0.19

··11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创新政策与管理 2021.10
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

上述结论表明，同伴溢出效应更多源于同省份

试点城市数量的影响，而不是来源于试点城市环境

质量的影响。

2.异质性分析：LCCP对哪类企业影响更大

为探讨政策溢出效应是否会受到公司特征的异

质性影响，即LCCP对同伴地区政府的规范性压力更

易被传递到什么类型的公司，本文建立了回归方程

(2)，其中，MM表示两类企业异质性变量：企业行业特

征指标Pollution和企业产权性质类型 SOE。前者定

义为：企业所属行业为污染行业，取值为 1，否则，为

0；后者定义为：当企业为国企时，取值为 1，否则，取

值为0。其余变量与回归方程(1)相同。

flnvaijr，t+1=β0+β1Treatr×Postt×MM+β2Treatr×Postt+
β3Postt×MM+β4Controlit+γt+μr+ηj+εijrt (2)

(1)行业特征的异质性。行业特征异质性检验结

果如表 7的 PanelA所示。列(1)为全样本检验结果，

Treat×Post×Pollution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

列(2)和列(3)为行业特征的分组结果，在污染行业

样本中，Treat×Post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

在非污染行业样本中，该系数不显著。这说明，试

点政策实施以后，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要高于非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这可能

是因为，相比于非污染行业来说，污染行业具有相

对较弱的合法性，其对地方政府获取优质性资源

以及提高环境考核绩效带来了巨大阻碍，非试点

城市政府加强对污染行业的管制，通过改善或促

进污染行业内企业的相关经济活动或者污染治理

行为来优化地方的环境水平，以提升环保合法性

以及资源竞争优势。

(2)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企业产权性质异质

性检验结果如表7的PanelB所示。列(4)为全样本检

验结果，Treat×Post×SOE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

正。列(5)和列(6)的分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样本中，

Treat×Post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非国有

样本中不显著。这说明，该试点政策激发了非试点

地区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而对非国有企业的

绿色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与非

国有企业不同，国有企业除了具有创造经济价值的

责任以外，在创造社会福利价值上同样具有更多的

责任与义务，且社会公众对于国有企业的环保期望

也相对更高，这种期望会给国有企业带来更大的环

境规范性压力。因此，非试点城市政府加强对国有

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干预，在一定情况下引导企业向

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上发展，以提高本地区的竞

争优势。

3.试点效应和溢出效应

研究表明，与试点城市相比，LCCP可以显著促

进非试点城市绿色创新活动，但该政策是否会同时

产生试点效应(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影响)和溢出效应

(政策对非试点城市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试点政策所产生的两种效

应，本文将“试点省份”样本分为试点城市样本和非

试点城市样本两组，测量在政策实施前后，试点城市

与非试点城市各自企业绿色活动变化，以 Post为解

注：二次交互项均已控制，其余指标说明同表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7 异质性检验

变量

Treat×Post×Pollution
Treat×Post×SOE

Treat×Post
时间/行业/城市效应

控制变量

样本数

调整的R2

Panel A：行业特征

全样本(1)
0.081*(1.91)

0.017(0.56)
Yes
Yes

12014
0.17

污染行业(2)

0.094***(3.16)
Yes
Yes
5861
0.19

非污染行业(3)

0.019(0.62)
Yes
Yes
6153
0.19

Panel B：企业产权性质

全样本(4)

0.086*(1.86)
0.027(1.00)

Yes
Yes

12014
0.17

国有企业(5)

0.117**(3.23)
Yes
Yes
4869
0.25

非国有企业(6)

0.023(0.83)
Yes
Yes
7145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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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分样本OLS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表8中，

试点城市的 Post系数不显著，而非试点城市的 Post
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LCCP只带来了

溢出效应，没有产生明显的试点效应。该结论进一

步说明，试点城市的“领先地位”优势降低了绿色创

新的动力，政策实施不会显著提高试点城市企业绿

色创新；相反，非试点城市会因为制度压力的增加而

更有动力提高企业绿色创新。

4.政策的整体有效性：市场型政策是否一定优

于命令型政策

本文进一步从整体性角度出发，检验该类命令

型政策的整体有效性(包括溢出效应和试点效应)，即
LCCP是否对“试点省份”的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

作用。同时，比较该类命令型政策与市场型政策在

整体有效性上的差异。

首先，以“试点省份”为样本，比较试点政策实施前

后的差异，OLS回归结果如表9的列(1)所示，表中Post
和Post07与前文含义保持一致。Post的系数在1%水

平上显著，这说明，LCCP实施以后，“试点省份”地区(包
括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在整

体上显著提高，即命令型试点政策具有整体有效性。

其次，本文将LCCP和前文测量的排放权交易政

策(市场型政策)放入同一模型中进行对比，检验两类

政策整体有效性的差异，回归结果如表9的列(2)所

示，Post和Post07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test检验

的结果显示，两者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0.769)。
这说明，从整体性角度出发，市场型政策对企业绿色

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高于命令型政策。这与现

有研究中认为市场型政策的有效性优于命令型政策

(曹翔和傅京燕，2017[4]；刘海英等，2017[5]；齐绍洲等，

2018[6])的结论存在不一致，本文认为可能原因在于：

(1)以往研究所选取的命令型政策主要建立在省际层

面(2003年排污费征收政策)、行业层面(“十一五”期

间各行业节能相关的政策)等，试点地区间不易产生

规范性压力。(2)以往所研究的命令型政策可能不具

有严格的筛选机制，从而降低了政策的标签效应(比
如2010年第一批LCCP的实施效果并不显著)。由于

上述原因导致了当前较多的命令型政策在地区间的

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国外研究(Nicholas和Herbert，
2007[8]；Murray等，2009[9])认为，市场型政策更有效的

原因可能与国家政治体制有关，国外官员不是由上

级直接任命，并且政府所面临的制度压力较小，这使

得命令性政策在国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另

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试点政策所产生的试点

效应，并将试点效应视为政策有效与否的关键，忽视

了试点政策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从而使得政策有

效性的评估存在偏差。从本文结论来看，命令型试

点政策的整体有效性(包括试点效应和溢出效应)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9 试点政策的整体性效应

变量

Post
Post07

时间/行业/城市效应
控制变量
样本数

调整的R2

LCCP的整体有效性
(1)

0.137***(5.91)
Yes
Yes

12014
0.17

两类政策的整体有效性
(2)

0.074***(3.23)
0.063***(2.87)

Yes
Yes

12014
0.17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8 试点效应和溢出效应检验

变量

Post
时间/行业/城市效应

控制变量
样本数

调整的R2

试点城市样本
(1)

0.065(1.47)
Yes
Yes
3583
0.13

非试点城市样本
(2)

0.137***(5.07)
Yes
Yes
843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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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市场型政策低。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分权治

理体制下，如果将试点地区的范围缩小到城市，并且

要求有严格的筛选过程，那么，政策的溢出效应则不

可忽视，从整体上也能提高命令型试点政策的有效

性。这意味着，2012年实施的LCCP为我国未来命令

型环境试点政策的制定设立了一个标杆，为了最大

化政策效应，政府可选择在城市层面进行试点，同时

对试点城市进行严格的筛选。

5.LCCP是否会对城市层面绿色创新产生溢出效应

本文从CNRDS中下载城市层面绿色专利创新

数据，进一步检验LCCP是否对城市层面的绿色创新

具有显著溢出效应。使用企业所在城市当年绿色专

利申请数量衡量城市层面的绿色创新，并分别做滞

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处理，用 fInvaCity和 fInvaCity(t+1)表

示。借鉴余泳泽等(2019)[50]、金刚和沈坤荣(2018)[13]，
本文在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增加了区域层面的控制

变量：外商投资占比(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总产值与该

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值，用Fdi表示)、人均GDP(城市

层面人均GDP的对数值，用 lnGdp表示)和区域产业

结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用Gdpct表示)。DID

回归结果如表 10所示⑧。从表 10可以看出，Treat×
Post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如果仅用城市层

面的数据进行预测，控制变量为：外资投资占比、人

均GDP、区域产业结构、职工平均工资、从业人员数

量和人均货运总量，结果同样成立，当期和滞后一期

的城市层面样本分别为：2240和 2080)。这说明，相

对于试点城市，非试点城市在政策执行后显著提高

了区域内的绿色创新水平，LCCP在城市层面同样存

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6.LCCP在省际之间是否存在溢出效应

本文通过比较 2010年和 2012年两次 LCCP中，

试点省与非试点省样本在政策实施前后企业绿色创

新活动的差异，探讨LCCP省际间的溢出效应。

首先，本文加入了“非试点省份”样本，设置虚拟

变量 Province，将 2010年没有试点地区的省份定义

为非试点省份，取值为 1，试点地区所在的省份定义

为试点省份，取值为 0；时间节点虚拟变量Post10含
义及取值同前文一致。使用OLS模型，得到DID的

回归结果如表 11中第(1)列所示，Province×Post10的

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 2010年试点政策不存在显

表11 省际间的溢出效应

注：表中Province均已控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变量

Province×Post10
Province×Post12

Post10
Post12

时间/行业/城市效应
控制变量
样本数

调整的R2

2010年LCCP
试点省与非试点省样本(1)

0.018(1.08)
0.065***(2.68)

Yes
Yes

13175
0.17

非试点省样本(2)

0.045(1.48)
Yes
Yes
2682
0.17

2012年LCCP
试点省与非试点省样本(3)

-0.062**(-1.97)
0.081***(3.60)

Yes
Yes

13175
0.17

非试点省样本(4)

-0.000(-0.00)
Yes
Yes
497
0.29

表10 城市层面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

注：控制变量除了回归方程(1)中包含的变量外，还包含区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外商投资占比(Fdi)，人均GDP(lnGdp)和区域产业
结构(Gdpct)。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变量

Treat×Post
Treat
Post

时间/行业/城市效应
控制变量
样本数

调整的R2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fInvaCity

(1)
0.137***(12.01)

-5.209***(-13.65)
3.178***(79.68)

Yes
Yes

10718
0.98

fInvaCity(t+1)
(2)

0.164***(13.31)
-5.011***(-10.67)
2.154***(25.83)

Yes
Yes
9213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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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省际溢出效应。该结论同样为稳健性检验中该

政策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提供了进一步支持：由于省

际间溢出效应不显著，降低了2010年“五省八市”试

点政策的实施效果。

进一步探讨“主要以城市进行试点”的 2012年

LCCP是否具有省际溢出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10中
列(3)所示，Province×Post12交互项系数在5%水平上

显著为负，这说明试点政策实施以后，试点省份企业的

绿色创新活动要显著优于非试点省份企业的绿色创

新活动，即试点政策不存在显著的省际间溢出效应。

本文还利用2010年和2012年LCCP非试点省份

样本，检验非试点省份企业绿色创新在试点政策实

施前后两年的变化⑨，结果如表 10中列(2)和列(4)所
示，Post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试点政策并不会显

著影响非试点省份的企业绿色创新活动。

以上结论说明，省际间不存在显著的环境政策

溢出效应，该结论支持了前文的逻辑推演，试点政策

在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之间所产生的制度压力要

小于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间的压力，从而使得政

策不易对省际间(邻省)的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直接影

响，而会对城市间(相邻城市)的绿色创新产生影响。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 2012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

探讨该政策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城市

试点政策所给予的“先进者”标签对非试点城市企业

绿色创新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二，同省份内试点

城市数量越多，传递给本省份内非试点城市政府的

规范性压力就会越大，对非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创

新影响也就越大，而试点城市本身环境质量状况对

非试点城市的溢出效应影响不显著；第三，异质性分

析表明，国有企业和污染行业对LCCP的溢出效应更

为敏感，该政策有助于此类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提

升；第四，从整体性角度来看，该政策可以显著提高

社会整体的绿色创新水平，并且本文未发现市场型

政策有效性优于该命令型政策的证据。依据实证结

果，本文提出了四个重要的政策启示。

(1)对于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应该兼顾整体性原

则(包括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本文研究发现，

2012年的LCCP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从整体有

效性来看，该命令型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亚于市场型

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政府在对一个政策进行评估

时，尤其是对命令型试点政策，仅通过对试点地区的

评价来衡量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会有所偏差，应当基

于整体性原则，兼顾政策的试点效应和溢出效应。

(2)政府应当优化试点筛选工作，激发命令型政

策的试点效果。一方面，从试点城市数量来看，研究

表明，增加省份内试点城市数量，可以提高政策在该

省的溢出效应，因此，政策上可以考虑适当增加落后

省份内试点城市的数量；另一方面，从试点城市环境

质量来看，试点城市环境质量状况对非试点城市的

压力溢出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政府在选择试点城市

时并不一定要挑选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最好的城市

进行试点。总的来说，政府在制定“命令型”试点政

策时，可以优化筛选机制，通过增加鼓励“先进者”的

数量，可以诱发“先进者”标签信号并增加对“落选”

城市的制度压力，从而促使非试点城市采取积极的

竞争向上策略，以在整体上提高政策的试点效果。

(3)在制定命令型试点政策时，不宜以省份作为

试点，试点对象应该细化到城市。研究发现，LCCP
不存在显著的省际溢出效应。从命令型政策的试点

范围来看，城市试点要比省级试点更好，这是因为同

省城市之间形成的制度压力要高于不同省份之间的

压力。这说明，政府通过将试点范围缩小到城市层

面，可以优化政策的实施效果。

(4)应当完善命令型试点政策的绩效考评体系。

研究表明，LCCP对试点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

不显著，原因在于试点城市“背书”降低了企业绿色

创新的动力。为增强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意识，政府

可以从完善政策绩效考评体系入手：一方面，规范城

市低碳评价标准，建立碳排放相关数据库、完善信息

管理系统以及信息披露制度，使试点城市的低碳治理

情况能够被公开监督；另一方面，建立清退机制，通过

对试点城市制定差异化的年度碳排放标准，对试点城

市的低碳治理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将不符合标准的城

市暂时“清退”，以增加试点城市的竞争意识。通过完

善政策的绩效考评体系，增加公众与政府对试点城

市的监管力度，可以使试点城市在享有“先进者”标

签优势的同时，更有动力进行企业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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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文的研究，后续研究有待在以下方面进

一步深入。一是探讨溢出效应存在的边界条件，本

文研究证明了环境试点政策在省份内和省际间存在

不同的溢出效应，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研究试点城

市与非试点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企业环境行为的

溢出影响，理解城市间溢出效应可能存在的地理边

界；二是政府环境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

可能存在多种途径，后续可以对企业环境响应的内

在机理进行剖析，为政府环境治理和企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依据和建议。

注释：

①本文的溢出效应是指环境试点政策实施后给同伴带来

的影响，包含两个方向的溢出效应：对同伴产生积极影响即正

向溢出效应，对同伴产生消极影响即负向溢出效应(在未明确

说明的情况下，溢出效应指正向溢出效应)。
②试点效应是指环境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本身产生的

影响。

③WIPO 官网：https://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ipc/en/
green_inventory/。

④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公示的相关网址：http://www.cnipa.
gov.cn/wxfw/lwxxxggfw/zsyd/bzyfl/flgj_gjzlfl/index.htm。

⑤本文将含有试点城市的省份定义为“试点省份”，没有

试点城市的省份定义为“非试点省份”。

⑥受评审专家的启发，本文增加了试点城市环境质量对

非试点城市溢出效应的影响，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⑦未采用其他如城市空气质量指标等更直接指标的原因

在于，技术创新能够最终体现资源投入和使用效率，代表创新

产出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可以更好地体现地方实质性的创新

能力，更能被视为“优秀/成功”的典范，给非试点城市带来强

烈的制度压力。而地方空气质量相关指标作为环境质量的结

果虽然更为直接，但是，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包括关停、

减产等快速有效但有损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不能完全代表

“优秀/成功”的行为结果。

⑧在做DID之前，本文做了平行趋势检验，满足双重差分

模型的前提条件。另外，由于城市层面的变量存在一定的缺

失，所以参与回归的样本较回归方程(1)的样本少，参与回归的

总样本为10718个。

⑨选择政策实施前后两年的原因在于：第一，稳健性分析

中得出，政策发生作用的时间为两年；第二，时间过长容易带

来更多不可控因素的干扰。因此，本文选用前后两年的对比，

来检验政策对非试点省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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